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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客观地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发展脉络的三

个阶段历程， 在总结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剖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做了进

一步的界定， 勾画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预判了人口

负增长对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人口负增长时

代的主要思路与应对策略， 即尽快建立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和超前预案、 加强人口

老龄化监测预防和适时放开生育政策、 重视超低 “生育率陷阱” 与人口发展理念转

变、 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及其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来开发人口红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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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纵观全球人口发展变动的历程， 人类发展历史历来是见证世界人口绝对数量日

益增加的历史， 区别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不同而已。 自 １８ 世纪

工业革命以来， 伴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粮食生产供给的增加、 卫

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营养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欧美和一些工业化的先发国家率先

经历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即这些国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从以往高

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与此同时， 伴随着全球工业化、 城镇

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全球总人口规模也由 １９ 世纪初的 １０ 亿人口上升到 ２０ 世纪中叶

的 ２５ 亿人口。 至此， 全球人口增长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快车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再加上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普及与提高， ２０ 世纪五

六十年代，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人口迅猛增长， 尤其是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也是在这一时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还被冠以 “人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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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的时代象征， ７０ 年代之后国际上开始关注人口控制， 其中一个主要的预期目标

是人口零增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趋势发生重大转向，

一些国家开始人口负增长 （Ｌｕ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发展发生了重

大转向， 波兰、 俄罗斯、 日本等国家的人口逐渐呈现负增长态势。 纵观 ２１ 世纪的人

口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发展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同性逐步凸显。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一方面，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完成人口转变， 人口

素质不断提升， 人口迁徙流动日益活跃，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为我国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多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

的严格执行， 也是促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关键性动力。 生育率转变

完成后， 我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 此后 ２１ 世纪以来的生育水平下降幅度

更为明显。 尽管多年来我国官方没有公布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数据， 但据有关学者

预测， 现阶段我国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１􀆰 ６ 左右 （翟振武等， ２０１５； 陈卫、 杨胜慧，

２０１４）， 可见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之列。 生育率转变及长期低生育率极

大地放缓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逐步凸显， 近年来长期

维持在 ５‰以内， 每年出生人口总量也在不断下降， 而 ２０１８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３􀆰 ８１‰。 毋庸置疑， 每年人口增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增长一亿人的周期被延长了 １４

年， 预计 ２０２９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１４􀆰 ４２ 亿人的峰值， 人口峰值被大幅削减， 从而推

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更早到来 （张车伟，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之后， 伴随育龄妇女规模

的持续缩小、 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预计中国人口拐

点即将到来， 我国或将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问题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 全局性和战略性

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尤其是近年来， 中国人口发展已经发生重大转向。 未来一

段时期内，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加速减少， 人口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将

逐步提升， 人口发展面临从以往人口数量压力到人口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 人

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并持续处于偏低水平、 人口面临负增长危机等人口发展的结构性

挑战势必日益突出。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 但人口增长动力都在不断消耗， 持续性的低

生育率和人口正增长力量的不断削弱， 很大程度上会加速人口负增长动力。 未来我

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空前水平， 届时我国人口规模

的缩小趋势不会因生育水平的提升和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抑制。 回顾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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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历程， 梳理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 剖析总结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

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 有利于明确未来应对人口

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 进而提出有效应对的战略构想。

二、 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界定

（一） 发展脉络

事实上， 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出现了， 之后随着生育率

水平的持续下降， 人口发展开始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我

国人口负增长大体上经历了初期萌芽、 逐步推进和潜在加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期萌芽时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 这

一阶段， 中国人口发展快速完成了由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人口负增长现象在上海、 沈阳、 延边州

等地陆续出现。 １９９３ 年上海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市， 常住户籍人

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值， 但后期由于人口流入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负增长的

消极影响， 对上海市人口发展未造成较大影响。 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更多是低

生育率下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大幅度减少， 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持

续性。 在全国人口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上海市人口负增长成为未来全国人口

由低增长到负增长转变的一个典型缩影。

第二阶段： 人口负增长趋势逐步推进时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生育水平的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推进， 全国有多个省区市的更多城

市开始产生人口负增长惯性， 区域内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趋势。 在这一阶段， 我国

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我国人口正增长的惯性大幅下降， 而人口负增

长的惯性正在潜在积累， 人口正负增长惯性的转折点在逐步前移。

第三阶段： 人口负增长趋于潜在加速发展时期 （２０１３ 年之后）。 这一阶段， 我

国生育政策迎来 “单独两孩” 和 “全面两孩” 政策的双重调整， 生育政策不断被完

善。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并未如预期那样有效促进生育率的大

幅回升， 相反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显著。 根据各省份公布的人口数据， ２０１７ 年， 全

国共有上海、 北京、 天津、 辽宁、 黑龙江、 吉林六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进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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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区间， 另有 ５ 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在 １０ 万人以下。 ２０１８ 年全年出生人口

仅为 １５２３ 万人， 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了 ２００ 万人。 未来一段时期内， 预计我国将会有更

多的省区市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有更多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维持超低水平， 人口负

增长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增强。

（二） 内涵界定

人口负增长概念伴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率先被人口学界所提出。 不考虑

人口迁移因素， 如果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 人口总量便会下降， 这在人口学上被

称为人口负增长。 事实上， “人口负增长” 并非新词， 人口的负增长也并不意味着

一个社会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顾宝昌， １９９４）。 如前文

所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中国大陆人口进入加速增长区间， 从 ６ 亿人增加到 ７ 亿人经历 １０ 年， 而从 ７ 亿

人增加到 ８ 亿人乃至增加到 ９ 亿人均仅用 ５ 年， 意味着平均每年净增长 ２０００ 万人

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 我国每增加一亿人所用的时间逐渐被延长， 预测 ２０１９ 年

左右我国人口突破 １４ 亿人大关， 则从 １３ 亿人增长到 １４ 亿人大约需要 １４ 年左右

（详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大陆人口每增长一亿人的时间节点

中国人口达到 年份 中国人口达到 年份

６ 亿 １９５４ １０ 亿 １９８１

７ 亿 １９６４ １１ 亿 １９８８

８ 亿 １９６９ １２ 亿 １９９５

９ 亿 １９７４ １３ 亿 ２００５

１４ 亿 预测 ２０１９ 之后

　 　 注：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末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及每年人口增量推算 ２０１９ 年有可能突破 １４ 亿人。
资料来源： 整理汇总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等官方公布数据得来。

当人口内在增长率降至零以下后， 便会形成人口负增长惯性， 这种惯性的强度

受到人口内在负增长率大小和负增长持续时间的影响， 持续低生育率和负增长率会

加速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 （王丰等， ２００８）。 当然， 人口负增长的实现， 最重要的

是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结构老化密切相关。 因此， 根据以往学者的相关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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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阐释， 本研究将人口负增长界定为人口再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 即在一定时期内，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偏低水平且人口老龄化、 高龄化加速， 每年新增出生总

量低于死亡人口数量， 人口年龄结构加剧老化，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状态。

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强， 越会加速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三、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是大势所趋， 人口总量下降的形势不可改变。 未来一

段时期， 我们不能忽视对人口负增长前景的担忧， 而应重视人口负增长时代下生育

率变化、 人口增长趋势、 老龄化加剧程度等人口发展重大转折时期的主要特征。

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 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重大转向和人口

结构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 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人口数量呈负增长趋势， 但规模高峰与负增长的时间节点不同。 人口负

增长时代下， 人口数量规模较之前有显著下降， 但并不是人口数量规模达到高峰后

就快速转变为负增长趋势， 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下降并不意味着人口负增长。 根据联

合国人口署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７ 年 （修订版） 对中国人口规模 “中方案”

的预测， 人口将在 ２０２９ 年前后达到 １４􀆰 ４２ 亿人的峰值， 从 ２０３０ 年开始进入持续的

负增长时代。 另外， 基于总和生育率 １􀆰 ６ 的推算， 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这个水平，

我国将在 ２０２７ 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张车伟， ２０１８）。 基于总和生育率高 （１􀆰 ８）、 中

（１􀆰 ６） 和低 （１􀆰 ４７） 三种方案中， 我国人口将分别于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２６ 年和 ２０２３ 年达

到 １４􀆰 ４１ 亿人、 １３􀆰 ８２ 亿人和 １３􀆰 ５０ 亿人的峰值 （王丰等， ２００８）， 而后随着新增人

口数量的下降， 我国会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

第二， 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 粗死亡率超过粗出生率。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

生产类型模式演变的最后阶段， 推动着人口转变的减退态势， 人口正增长惯性遭到

有效抑制， 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 有研究表明， ２０１０ 年我国已经趋近人口惯性的

正负转折点， “十三五” 末期将成为我国人口惯性转为负增长的拐点， 人口负增长

惯性会逐渐被强化 （茅倬彦等， ２０１８）。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 我国人口总体粗死亡

率超过粗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值区间。

第三， 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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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 少儿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而老年人口比例则呈现

快速上升趋势，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据 《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我国少年人口 （０ ～ １４ 岁） 比例由 １９􀆰 ４％ 下降到

１７􀆰 ８％ ①， 老年人口 （６０ 岁 ＋ ） 比例由 １１􀆰 ６％ 上升到 １７􀆰 ３％ 。 ２０１８ 年， 我国 ６０ 岁

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已达 １７􀆰 ９％ 。 伴随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卫生技术的改

善， 我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由 １９８１ 年的 ６７􀆰 ７７ 岁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６􀆰 ７ 岁，

平均每年提升 ０􀆰 ２５ 岁， 未来平均预期寿命将会继续提升， 人口老龄化将越发突出高

龄长寿的鲜明特征。 现阶段， 我国家庭结构日益趋于少子化和空巢化， 据 ２０１６ 年第

二轮家庭追踪调查结果， 超过一半的家庭为 ２ ～ ３ 人的家庭， 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３􀆰 ２８ 人， 老年家庭中近四成为空巢家庭。

第四，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 劳动力老化加剧。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劳动力无限

供给时代逐步被终结， 我国经济已经到达 “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年龄人口 （１６ ～

５９ 岁） 数量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比上一年减少， 其中 ２０１７ 年劳动年龄人口 （１６ ～ ５９ 岁）

数量同比减少 ５４８ 万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 现阶段， 我国劳动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 由于当前执行的退

休年龄仍为 ６０ 岁， 意味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出生的队列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全部退休完毕，

我国劳动力很可能在 ２０１８ 或 ２０１９ 年左右出现负增长 （张车伟， ２０１８）。 伴随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

势， 劳动力老化现象日益加剧， 劳动人口红利也在逐步缩小。

综上所述， 形成人口负增长主要特征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现阶段生育率长期偏低。 长期偏低的生育率

成为促使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原因。 早在 １９９２ 年，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

率便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 此后生育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梳理 ２０００ 年以来测算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多项研究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

１􀆰 ５ ～ １􀆰 ６， 部分研究证明生育率甚至在 １􀆰 ５ 以下， 但这些结果均表明我国已经长期

处在低生育率水平 （详见表 ２）。 未来， 我国妇女生育率在大概率上仍会持续走低，

甚至有可能进入 “低生育率陷阱”。 长期偏低的生育率增强了人口负增长惯性， 如

果生育率持续走低， 将会加速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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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７ 年少年人口比例的统计范围为 ０ ～ １５ 周岁， 因此 ０ ～ １４ 岁人口比例小于 １７􀆰 ８％ 。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测算汇总

研究人员 运用数据 测算方法 测算结果

郝娟、 邱长溶

（２０１１）
统计年鉴、 普查、 抽样

数据
采用数据直接计算

未超政策生育率 １􀆰 ４７， 在

１􀆰 ２２ ～ １􀆰 ４７ 波动

郭志刚 （２０１１） 六普、 ２００５ 年抽样数据
根据数据直接展示， 未进行统

计调整

长期处于 １􀆰 ５ 以下， 部分年

份低于 １􀆰 ４

朱勤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０ ～ ９ 岁人口数 年龄移算方程、 存活倒推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历年加总平

均值为 １􀆰 ４８

李汉东、 李流

（２０１２）
普查、 教育统计数据

人口预测模型反复模拟、 历年

调整比对、 考虑低龄组漏报
１􀆰 ５７ 左右

崔红艳等 （２０１３） 历年人口变动抽样数据 直接根据数据推算 １􀆰 ５０ ～ １􀆰 ６４

王金营、 戈艳霞

（２０１３）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数据对比、 低龄组漏报回填、
考虑育龄妇女重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生育率估计

值为 １􀆰 ５ ～ １􀆰 ６

杨凡、 赵梦晗

（２０１３）
普查、 教育、 户籍数据

多种方法评估和比对， 考虑方

法的低估因素
１􀆰 ６ ～ １􀆰 ７

陈卫、 杨胜慧

（２０１４）
普查、 教育、 公安数据

队列分析、 回归分析、 布拉斯

劳杰特转换、 按照存活率推算

前期低至 １􀆰 ５， 后期回升接

近 １􀆰 ７

赵梦晗 （２０１５） 普查、 生育分布模式
变量 ｒ 方法、 考察女性人口

漏报
１􀆰 ６

　 　 资料来源： 整理相关研究的测算估计结果。

其次，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近年来育龄人群总量和比例显著降低。 在 “全面

二孩” 政策放开之前，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 ４０ 多年， 受政策影响， 我国育

龄妇女年龄结构逐渐呈现 “老龄化” 趋势。 并且， 据原国家卫计委官方发布， 我国

育龄妇女的总量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３􀆰 ８ 亿人的峰值， 近年来在逐步减少。 此外， 根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此后每一年将新满 ５０ 岁女性人数剔除掉并加入新满

１５ 岁的女性人数， ２０１１ 年育龄妇女人数达到峰值 ３􀆰 ８２ 亿人， 此后逐年降低， 到

２０１８ 年减少至 ３􀆰 ４６ 亿人 （定军、 王雅靖， ２０１８）。 妇女育龄总量的降低， 伴随着我

国人口总量的增长， 其在总人口的比例也会快速下降， 这不仅使低迷生育水平 “雪

上加霜”， 并逐渐积累人口负增长的风险。

最后， 社会经济发展带动生育观念转变， 人口迁移流动出现拐点。 改革开放尤

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国民社会经济长期在 “快车道” 发展，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

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口生育观念由 “多生” 到 “少生” 甚至 “不生” 的转变。 尽

管 ２０１６ 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虽然二孩生育意愿较之前有所提升， 但总体上我

国已婚夫妇的生育意愿还处在偏低水平， 低水平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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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 并会对人口负增长产生潜在影响。 此外，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 我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已在 ２０１５ 年迎来拐点， 从 ２０１５ 年起开始

由长期快速增长进入缓慢下降的调整期，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分别同比

减少 １７１ 万人、 ８２ 万人， 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会继续走低。 但人口迁移流动的趋缓，

并不能抑制中小城市常住人口的净流出， 因此也会对本地人口的增长产生影响。

四、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分析

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负增长现象具有隐蔽性、 渐进性、 累积性、 爆发性和长

期性的特点。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配置要素， 现阶段我国部分区

域人口的负增长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隐性的， 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和财政

收入产生影响， 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投入来对经济总量和不同产业劳动力资源

的配置产生影响， 人口负增长将会加剧劳动力紧缺程度，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提升，

国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活力。 人口负增长的渐进性与累积性会对我国未来社会发

展和文化环境带来一些潜在的挑战， 如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社会劳动力成本提

升， 政策兜底人群规模扩大， 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 不生育思想观念不断被崇尚等。

当然， 人口负增长现象在某些方面也会产生爆发性的影响， 在快速缓解劳动力就业

压力的同时， 也能直接引发 “用工荒” “人才荒” 问题， 危及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减缓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 也能加剧少子老龄化困境， 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

的人口负担。 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将是长期伴随着 ２１ 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

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多重的， 不仅会有隐蔽性的影响， 还有渐进累积性、 爆发

性的影响； 不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也会对文化、 科技、 地缘政治等方面产生

影响； 不仅有短期的显在影响， 也会有长期的潜在风险。 尽管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对

缓解人口、 资源与环境矛盾、 对冲劳动力就业的持续压力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但是，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人口负增长更大程度上也会带来较强的潜在风险。

第一， 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将会对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机制带来强大

冲击。 由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迁移流动人数具有一定的

不可控性， 人口负增长时代很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如果不适时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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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体制机制， 继续依靠鼓励二孩生育、 提高平均预期寿命、 降低死亡率等传统

方式来缓解人口负增长压力， 可能于事无补。 当前， 我国在迎接人口负增长时代方

面， 尚未做好充分的预案， 包括出台相关的应对策略与缓解措施、 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

第二， 人口是国家稳定的重要要素， 人口负增长趋势必然会对国家总体安全和

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近 ３０ 年来， 我国长期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尤其是 ２１

世纪来长期处于偏低的生育水平， 而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 当人

口负增长惯性日益增强时， 人口负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人口发展的长期不稳

定和不确定性， 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无法想象， 这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和国防安全， 不

利于社会的整合稳定， 同时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第三， 人口负增长趋势会引发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动力机制的突变， 加速我

国的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趋势， 人口的潜在支持比会不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面临

更大的养老负担 （左学金， ２０１２）， 对人口年龄结构带来巨大的人口风险问题， 非

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快上升， 人口抚养比也会随之提升。 同时， 也会

影响家庭结构， 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 未来会衍生出更多的少子家庭甚至无子女家庭，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家庭照料人力的紧缺， 会增加纯老年家庭的比例， 青年劳动力

的养老负担和社会化养老压力会加重。 此外， 人口负增长会加快老龄化动力机制由依

靠老年人口增加到高龄、 长寿的转变， 会进一步加剧少子老龄化、 独子空巢化和无后

高龄化等多重养老挑战， 未来我国很有可能进入高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社会。

第四， 人口负增长压力的存在， 将会冲击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 劳动力总

量决定社会总供给， 人口总量决定社会总需求， 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决定经济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 人口负增长趋势， 导致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甚至于快速转入负增长， 直

接引发的便是社会劳动力紧缺问题， 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并且会降低中青年群体

和老年群体之间代际社会福利的平衡度， 社会中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程度会逐步被拉

大， 同时也会放大不同区域内社会保障内容的差异， 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五、 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人口负增长反映未来人口漫长发展的历史趋势，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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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现象，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生育观念转变、 社会现代化的象征， 但人口负增长

会更多地引发社会经济问题，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 其负面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当前

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 但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并将继续积累未来

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 早在 ２００８ 年就有学者提出： “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

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来提高生育率， 则为时太晚。” （王丰等， ２００８） 因此， 鉴于人口

负增长是未来我国人口转变无法规避的趋势及其严峻性， 需要尽快研究出台和制定

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应基于更加完善、

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 一是要突出对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宏观把握和预防， 明确中长

期人口发展规划和重大发展任务； 二是明确重点和优先解决议题， 积极采取措施推

动人口有序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良性运行； 三是重视人口结构思维方式， 转变控制

人口观念； 四是积极研究借鉴， 吸取新加坡、 日本、 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针对当前人口负增长现象及其可能的潜在风险， 从以下几方面总结未来应对人口负

增长时代的战略抉择。

（一） 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 建立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

面临未来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 综合性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是有效应

对这一趋势的战略路径。 现阶段，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转变形势，

先于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应尽快研究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 统筹协调与

人口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 动态监测全国各地区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老龄人

口、 劳动力人口、 少儿人口等各类人口的变化， 积极营造服务人口、 尊重人口发展

的政策支持性环境。 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负增长趋势， 可积极谋划应对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超前预案， 明确预案的重大议题与具体举措， 有效缓解和降低人

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风险。

（二） 建构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制度， 适时推动人口政策适时调整

人口负增长趋势下，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 老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将会达到很高的水平。 因此在现阶段， 建构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监测和预防

制度， 显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 要针对即将面临的 “银发浪潮” 严峻形势， 探索建

立人口老龄化监测机制， 切实掌握老龄人口的变动情况， 采取多方面的举措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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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深度老龄化， 如进一步加强社会化养老保障、 支持多种养老方式来强化老年医

疗保健、 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等； 另一方面， 为预防人口负增长时代过早到来，

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 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还育龄夫妇自主生育的权利， 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三） 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 转变人口发展理念

人口数量的变动会影响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穆光宗， ２０１３）。 为此，

必须要重视 “超低生育率陷阱” 的潜在风险， 正视人口负增长惯性积累的现实， 切

忌因表面的人口增长而忽视人口内在缩减的趋势， 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

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 同时， 还要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

变， 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促进家庭生育意愿的稳

定可持续。

（四） 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稳定我国劳动力资源

针对未来全国劳动人口逐步减少的现实， 可以通过弹性适时延迟退休政策等途

径， 来稳定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资源。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部分身体健康、 热

衷所从事职业、 有继续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不愿过早退休， 国家可以综合考虑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 家庭状况和岗位情况等实施弹性化可浮动的退休年龄制度， 充分

发挥部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再工作动力。 此外， 在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

应加强对再工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工作照顾， 可以考虑避免安排劳动量较大的工

作或者缩短老年人工作时间。

（五） 完善配套政策内容， 开发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目前我国可能面临生育率丧失弹性、 人口负增长惯性进一步强化而陷入 “低生

育率陷阱” 的双重危机， “十三五” 期间将是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口期， 应尽

快构建鼓励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体系， 增强生育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程

度， 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茅倬彦等， ２０１８）。 应对人口负增长， 应该着力完

善与生育政策配套的就业政策、 教育政策、 老龄政策、 托幼政策等经济社会政策，

尤其是在面临劳动力人口紧缺、 老龄人口增长压力的驱使下， 注重劳动参与人口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 促进更多的劳动人口适应新时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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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的人力要求， 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 从而创造一定的人

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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